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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

［聂辉华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既然
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
官还要选择自杀？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
明显下降，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
显上升？“畏罪自杀”背后，他认为自杀官
员的收益至少有三方面：消除罪证，保护
同僚；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免受侮
辱，保护名声。］

对官员自杀一直缺乏专业

研究

齐鲁晚报：聂教授，您当时是怎么想
到写一篇贪官自杀成本受益分析的文
章，您的初衷是什么？

聂辉华：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关注官
员自杀问题。第一，官员自杀已成为一个
重要的官场现象。在过去的十年里，平均
每年大约有10个官员自杀。特别是最近
三年，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有将近60个官
员自杀，其中2014年竟然有39人。

第二，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专家从经
济学角度理性地分析官员自杀问题。最
近媒体披露，中央要求各地上报“十八
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
表”，说明中央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既然官员自杀问题很重
要，又缺乏专业研究，我作为一个研究
政治经济学和腐败问题的学者，当然会
高度关注。

齐鲁晚报：十多年来，自杀官员有一
百多位，当然不排除有不少自杀官员因
为当年媒体不发达等原因没能进入公众
视野，不过这个样本按绝对数量来说并
不大，据此来探讨自杀的收益问题是否
科学？

聂辉华：看一个观点是否科学，不取
决于样本多少，而取决于样本是否有代
表性，以及相关的理论假设和推理本身
是否科学。我依据的是经济学最基本的
假设——— 理性人假设，这个假设被所有
经济学者接受，因为它对现实的要求最
低。同时，我们的推理也符合逻辑，并且
结论是可以被证伪的。这些都是一个科
学理论具备的基本要素。

齐鲁晚报：最后得出的实际结论与
人们的预想有没有差异？

聂辉华：我的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
几家重要媒体转载时，居然没有什么反
对的评论。换作我以前的一些文章，不管
你说什么，总有人站出来反对和叫骂，但
这次没有，这也说明我的观点符合常识
和直觉，我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私下里，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他们也
都同意我的分析，贪腐官员自杀的原因
基本上被概括在我那篇文章里了。

［在聂辉华看来，由于人在绝大多
数时候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
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包括个人的物质
和非物质利益，以及家属或相关人的利
益。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
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
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冷酷甚至
残酷的结论，但也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
结论。］

官员自杀体现“显示偏好

公理”

齐鲁晚报：在分析调查中，有没有遇
到一些阻力或者障碍？

聂辉华：我写那篇文章的材料全部
来自公开的媒体报道。主要的约束是，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涉嫌贪腐官员
的材料很难找到，无法进行更准确、更专
业的经济学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
根据小样本材料和案例分析进行推理。

齐鲁晚报：在做具体的自杀收益分
析时，有没有进行过量化，或者针对某个
自杀官员进行收益分析？

聂辉华：我没有对每个官员的自杀

收益进行具体量化，因为现实中很多收
益很难量化，而且目前的样本太少，难以
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当然，是否能够量化从来不是一个
理论是否科学的前提，也不是必要条件。
例如，我们无法准确量化一个消费者的
效用水平，但是不妨碍我们分析消费者
的最优选择行为。关键在于，人们是否面
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行
为是否体现了某种规律性，经济学将这
种理论预设称为“显示偏好公理”。我认
为，对官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满足显
示偏好公理。

不同于一般的评论文章，我那篇文
章的观点，技术地说是“可证伪”的，这是
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线。比如，我推测女
性官员更看重家庭，因此自杀比例较低，
这可以用过去以及将来的数据进行验
证。

齐鲁晚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官员
自杀收益分析，有没有可能建立经济学
的公式或者数学模型？

聂辉华：我那篇文章仅仅是一篇基
于经济学视角的评论文章，因此没有建
立严格的数学模型。不过，国外有一些著
名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格莱泽曾经利用博弈论建立了严谨的数
学模型，来分析青少年的自杀问题。理论
上，只要涉及选择问题，经济学家就可以
建立模型或者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因此
我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者看来是很正常
的。

［聂辉华一直坚持用经济学视角看
待社会问题，他研究腐败，指出党委、政
府、交通、司法及国企部门的“一把手”
更容易腐败。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更严谨，有数据，有逻辑，有证明，从
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腐败，从腐败机制上
讲，会更强调经济激励。因为腐败也有
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如果能提高腐败的
成本，减少腐败的收益，就会减少腐败
的出现。］

减少犯罪，可从违法成本

上下手

齐鲁晚报：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您
不仅关注学科本身，还非常关注一些社
会热点问题，您是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
的？

聂辉华：我很早就立志“做一个真正
的经济学家”。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经济
学家”，包括三个方面：对学术研究有所
贡献，对公共事务有所参与，对开启民智
有所作为。

其实，中国很多学者都有传统士大
夫的家国情怀，用宋朝张载的名言概括
起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提到的
三个方面与此类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
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公共空间，
或者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公共舆论
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专业研究为基
础，以人文情怀为切点，但现在很多网络
观点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为此，我仍然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者。只
是因为我所在的人大国发院是一个新成
立的智库，所以我才在专业研究的基础
上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

齐鲁晚报：法治中国倡导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用经济学来分析社会问题，对
推进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有哪些积极
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适用于分析所有的
选择行为，研究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最
优行为。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人犯法了，
经济学者不是去一味地谴责当事人品
德差，而是假设这个人和正常人一样是
自利的，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我们要分
析导致他违法的约束条件，包括成本和
收益是如何形成的。例如，可能他违法
是因为法律的惩罚太轻了，或者他生活
太贫困了。这样才能剖析他违法的原
因，从而从政策上减少导致人们违法的
收益，增加违法的成本，最终减少违法
现象。

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者其实比较
“谦卑”，从来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价
别人，而是设身处地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一般办法。

如果这个社会懂经济学的人更多
了，至少人们讨论问题会比较理性，制
定政策会比较务实，这当然有助于依法
治国和社会进步。我之所以花费很多精
力来写经济评论或经济散文，就是认为
在中国普及经济学可能比创新经济学
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尚处于启蒙时期。

齐鲁晚报：现在社会的思想比较多
元，即便在经济学领域，很多专家发表的
观点都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您怎么看
待？

聂辉华：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其他
专家，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观点都很正
常，我们要习惯，毕竟这是一个多元化的
社会。

导致专家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有几
个。第一，大家信奉的理论学派和理论假
设不同。比如，有人是凯恩斯主义者，认
为政府干预是有价值的，但芝加哥学派
可能就不同意。第二，大家对一些基本事
实的经验判断不同。比如，有人认为目前
货币超发了，但另一些人认为货币并没
有超发，其实是否超发也没有一个统一
的标准，而且很可能没有人准确地知道
流通中的货币量究竟是多少。第三，大家
关注的利益群体不同。有人更关心低收
入者，有人更关心中产阶层，这些都会导
致提供的经济政策有分歧或者冲突。有
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有自
由表达的权利和空间，要形成一个诺奖
得主科斯说的“思想市场”，彼此竞争，真
理才越辩越明。

经济学者聂辉华的腐败观察

我我为为何何研研究究贪贪官官自自杀杀 （上接B01版）

新常态的关键

还是改革

在徐洪才看来，不久之后的
全国两会，也少不了对我国经济
的“新常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阐
释，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的同时，给未来我国的改革指路。

事实上，“新常态”一词曾几
度沉浮，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
赋予新的意义。它最早出现于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逐
渐消失。之后的每次出现，都与世
界经济的重大转变有关，比如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
的美国次贷危机等。

作为“舶来品”的新常态，在
西方语境中更多与“难以预测”、

“悲观失望”等负面情绪相关联。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中心学者王健的观察研
究，西方主流媒体描述的“New
Normal”（即新常态），主要形容一
国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调整时
期的经济状态。

但自从到了中国，“新常态”
含义有所改变，并逐渐成为描述
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颇为贴切的
词汇，惯常的说法叫“三期叠加”：
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
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其
最显著的表现，便是从此前30余
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减速为现
在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原有的
出口及投资拉动的模式，走到尽
头。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
实语境下的“新常态”，不仅仅指
经济运行状态，而是逐渐扩散到
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内涵更为丰富，积极意义更为
凸显。

这点，从上文全国各地的地
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中，可以明
显感受到。其实不仅报告中有，

“新常态”更是成为各地两会参与
者们热议的对象。

安徽省人大代表李立功从科
技发展的角度认为，要利用好“新
常态的机遇”，定期举办科技展览
会，让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进来，

“既能提炼士气，也能摸清家底。”
重庆市人大代表、涪陵榨菜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斌全从企
业发展的角度，将新常态既看做
挑战，又看做机遇，并认为靠低质
低价粗放型增长的时代已经过
去，“再不转型，企业可能垮掉。”

而参加了江苏省两会的该省
人大代表薛巧云，看到的则是政
治方面的一些微妙变化：“去年来
上会，大家私下还议论，勤俭办会
的好会风会不会是一阵风，现在
看来，完全是多虑了。”

本报记者注意到，与去年媒
体对于会风转变所做的“铺天盖
地”式的报道不同，今年各地两会
有关会风的报道“低调了很多”，
稿件也多被安排到边栏或花絮位
置。

对此，薛巧云的感受是，“好
会风已经成为新常态。”

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固然面子
上好看，但注定无法持久，“里子”
的调整，才更为重要。从本届地方
两会看，“不重面子重里子”，成为
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的“新常态”，开会直奔主题，
分析问题简明扼要，对策直截了
当——— 会议本身就成为“新常态”
的很好引领者。

而近期被媒体热议的GDP增
速调低，甚至不再以GDP论英雄，
更被舆论视为地方政府的一种

“务实”做法。但是，不在意GDP并
非完全抛弃GDP。知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在评价当前“新常态”时认
为，经济增速下降，并非意味着可
以什么都不干，“我们有很多经济
问题、社会问题有待解决。”而解
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深
化改革”。

正如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一招。”

“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撰文《中国贪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贪
官自杀背后的原因。

聂辉华认为，“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贪官自杀对贪官本人和家属都是一种损失，对纪检机关反腐败
也是一种损失，对法治建设也是一种减分现象。”而要减少贪官自杀的现象，就要提高贪官自杀的成本，
或者降低自杀的收益。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已经不是聂辉华第一次用经济学分析社会政治问
题。他说，经济学者比较谦卑，从不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说，而是靠理性讨论，这有助于务实地制定政策。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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